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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

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

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

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

其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

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

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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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Qi’s Anno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 Way of Combining History and Theory

WANG Xiangqing

（Mao Zedong’s Thoughts Research Center,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ng Qi’s anno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his 
adherence to the academic standpoint of combining history with theory. The basis for his academic standpoint is 
as follows. Firstly, philosophy is the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Secondly, the p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must be consciously guided 
by a certain philosophical meta-theory. Thirdly, the author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works must be a 
philosopher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ian. Feng Qi has experienced half a century of annota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integrating history with theory, from the 1940s in Tsinghua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when he was a graduate student, to the days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standpoint of combining history with theory is reflected in his 
employment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wisdom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spiral circ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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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探索之

一就是遵循“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

国哲学史，留下了富有个性特点的《中国古代哲

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两种著作。本文将围绕冯契以“史”“论”结合

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历程、体现

展开讨论。

一、“史”“论”结合诠释中国哲学史

的理论依据

“史”“论”结合是哲学史家或哲学史工作

者以特定的哲学元理论指导哲学史的研究。那么，

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什么要遵循“史”“论”结合

的原则？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作出了自己的回

答。

（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

的展开”

在冯契看来，“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

是哲学的展开”[1]21。哲学元理论是概括、总结哲

学史的成果而成的，而哲学史则是不同时代哲学

元理论的展开或呈现。这就是说，哲学元理论和

哲学史本来就是彼此相涵、不能截然分开的。因

此，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密切相关，

应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史

的总结，这是因为哲学除了受社会实践的制约、

要回答时代问题外，还有前后承继的相对独立发

展；不仅体现为“照着讲”，更体现为“接着讲”。

哲学史之所以是哲学的展开，是因为哲学史所探

讨的不少哲学问题是特定时代的社会实践问题及

其哲学反思。

（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

理论作指导

高瑞泉认为，哲学史的撰写必须以某种理论思

考为基础或前提，包括何谓哲学？哲学为什么有

它的历史展开？哲学史是百家相互否定的场所还

是前后“接着讲”的相继追寻？这就是说，撰写

中国哲学史一般需要某种哲学元理论的自觉，也

就是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指导。“哲学家写

哲学史与单纯哲学史家做哲学史依然有差异，哲

学家的哲学史中通常有他自己的哲学，这是单纯

哲学史家所撰写的哲学史所缺乏的。”[2] 自 1915
年谢无量首次出版冠名“中国哲学史”的著述以

来，问世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或教

材，但真正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哲学史著

作不外乎几位专业哲学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这种现象说明，哲学史著作的撰写必须有某种元

理论的自觉。

关于哲学史家撰写中国哲学史应不应当以某

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肯

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

国哲学史〉（上）审查报告一》主张哲学史的研

究应当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凡著中国古

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

情，方可下笔。”[3]612 陈寅恪在这里所说“了解之

同情”就是以与所研究对象采取相同的哲学立场

去诠释研究对象的哲学思想。金岳霖则持反对意

见。他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审查

报告二》中反对胡适以西方哲学理论为指导来撰

写中国哲学史，而赞成冯友兰“不根据任何一种

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哲学史”[3]618。但实

际上，冯友兰还是根据自己的成见撰写了中国哲

学史，这体现在他根据自己的哲学偏好对研究对

象区分了长短轻重。高瑞泉则具体指出了这种长

短轻重：在冯友兰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下卷中，

程朱陆王着墨很多，而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只是仅仅提及，却

将颜元、李塨、戴东原等称为“清代道学之继续”。

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六册中，冯友兰更是将

他自己和金岳霖、熊十力划在新道学名下，这就

更加体现哲学史研究如何受哲学元理论的支配 [2]。

（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

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

哲学工作者若要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

指导，则必须真正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两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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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就中国哲学史的创作而言，创作者必须拥有

中国哲学史家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对

中国哲学史作过长期深入、系统的研究，才会对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轻重和真伪、诸子百家之间的

争鸣、学术流派的内在发展、中国哲学史前后发

展阶段的扬弃过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等有

着准确的把握。而冯契恰好既是著名的哲学家，

又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

笔者以为，中国哲学史的创作者拥有哲学家

的身份更重要。其一，只有拥有哲学家的身份，

中国哲学史的创作才会在特定的哲学理论指导下，

一以贯之地展开。如果中国哲学史的撰写者没有

哲学家的身份，这样的中国哲学史无疑没有一根

主线贯穿其中，而只是史料的堆砌。其二，只有

拥有哲学家的身份，哲学史家创作的中国哲学史

著作才能呈现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而多姿多彩。

如果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撰写者没有哲学家的身份，

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难免人云亦云，没有新意

和个性特色。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我国虽然出版

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或教材，但绝大多

数是由不具有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史工作者撰著或

编写而成，致使它们中的大多数像哲学史的通识

教材，研究对象、史料选取、篇章安排、观点提

炼基本一致，千人一面。如前所述，真正在哲学

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

李泽厚、冯契等几位拥有哲学家身份的学者撰写

的著作。换言之，同时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

双重身份是创作有学术水平和个性特征的中国哲

学史著作的前提。

二、“史”“论”结合诠释中国哲学史

的历程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

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

首先，冯契在西南联大求学阶段就萌发了以

“史”“论”结合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立场。

如前所述，所谓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

场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是说哲学史家总以某种哲

学元理论的自觉指导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冯契作

为在元哲学领域多有建树的哲学家，自觉以自己

的元哲学指导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初，冯契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师从金

岳霖，领略到了知识与智慧的紧张。在他看来这

种对峙和紧张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哲学问题。他回

忆说当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清华文科研究所读研究

生时，认真阅读了金岳霖所著的《知识论》和《论

道》两本书的手稿。金岳霖在《论道》的“序论”

中区分了“知识论”和“元学”两种不同的态度：

探讨知识论可以采取冷静的态度；而考察元学态

度则不同，不但在研究的对象上要求得理智的了

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情感的满足 [4]。对

于金岳霖的这种区分，冯契提出了异见。他以为，

当从广义的视角考察认识论时，不但要求得理智

的了解，而且要求得情感上的满足 [1]8。为此，冯

契撰写了题名为《智慧》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广

义认识论的视角阐明了知识和智慧不是矛盾对立

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知识能够提升为智慧，

达成“转识成智”的飞跃。这就是说，在西南联

大求学阶段，冯契就主张以“知识”和“智慧”

相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其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冯契坚持“史”“论”

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文集》之第 10 卷《哲学讲演录 • 哲学

通信》收录了冯契致邓艾民多封信函，证明冯契

的哲学研究同样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

1980 年 1 月 2 日，冯契致函邓艾民，提到自

己正在给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这门课程，计划在半年内整理出一本 20 多万字的

书稿。从他所说的篇幅看，这本书应当是《中国

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先秦部分。在信中，冯

契提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如

何演变的；二是关于“人道”的理论是怎样发展

的 [5]268。这两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前者就属于哲学元

理论自觉的问题。关注哲学史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坚持，因为在马

克思主义看来，哲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

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就是说，冯契在研究中

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

场为指导，也就是坚持了“史”“论”结合的原则。

1980 年 8 月 10 日，冯契在致邓艾民的信中提

到了自己对哲学史对象即定义的概括：哲学史是

“基于社会实践的主要围绕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

而展开的认识的矛盾运动”[5]275-276。因为哲学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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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认识史，而辩证法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

冯契对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概括，实际上也贯彻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因为，将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的主张，而

将辩证法作为认识史的总结是列宁的主张。以这

样的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当然贯彻了“史”“论”

结合的学术立场。

1980 年 10 月 9 日，冯契在致邓艾民的信中提

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要他于 1981 年出版《中国古代

哲学的逻辑发展》的先秦部分，但他认为有必要

再修改后才能出版。他为自己规划了 1981 年的研

究工作，先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讲稿整理

出来，然后再修改《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的先秦部分 [5]278。这表明，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

的逻辑发展》先秦部分尚未完全定稿以前，就着

手哲学理论著作《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讲稿的整理。

有理由推测，冯契先去整理哲学理论《逻辑思维

的辩证法》的讲稿，使之成书，目的是以该书的

理论指导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创作。这表明，冯契

的哲学研究过程就是“史”“论”结合的过程。

1981年 1月 8日，冯契在致邓艾民的信中谈及：

他在给研究生讲授《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认识

论部分中，通过梳理、总结，概括了哲学史上认

识论讨论的四个问题，即日后学术界命名的“认

识论四问”：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

二，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

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第四，理想的人格能

否形成？ [5]279 冯契认为自己对前面三个问题考虑

较多，对第四个问题讨论较少。他还指出，对理

想人格的培养不但在中国哲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笔者所看到的“认

识论四问”的最早出处。1982 年 9 月 12 日，他在

致邓艾民的信中谈到《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

已整理好并已出打印稿。笔者手中没有该打印稿，

无法判断“认识论四问”是否以标题的形式呈现

在书稿中。但经查阅 1996 年出版《逻辑思维的辩

证法》一书，该书中有四节的标题就是“认识论

四问”中的某一问：第二章“逻辑思维与实践经验”

之第二节的标题即为“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

第三节的标题即为“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

可能？”第三章“意见与真理”之第四节的标题

即为“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第五章“由

自发到自觉”第三节的标题即为“如何培养自觉

的人格”[6]。与致邓艾民信提出的认识论的四个问

题完全一致。这四个问题是从中外哲学史认识论

中概括的哲学理论问题，在此后对《中国古代哲

学的逻辑发展》先秦部分的修改中、秦汉至清代（鸦

片战争前）讲稿的整理过程中，冯契都自觉围绕“认

识论四问”展开。如在 1981 年 3 月 29 日致邓艾

民的信中，他就谈到准备将当时撰写的《孔子的

仁知统一学说述评》一文中涉及的有关孔子“理

想人格”的内容充实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

展》先秦部分中去 [5]280。冯契的这一做法无疑体现

了“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哲学理论指

导自己的哲学史研究。

1981 年 12 月 6 日，冯契致函邓艾民，透露了

他的心愿：“我不满足于只做个哲学史家。如果

天假以年，还是想把‘论真、善、美’一书写出来。

而且，从这样的观点来回头看哲学史，也就会给

哲学史以更新面貌。”[5]283 冯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

他不但要做哲学史家，还要做个哲学家。而做哲

学家的目的无非是以哲学元理论的自觉去指导自

己的哲学史研究，并认为以哲学元理论自觉指导

所撰写的哲学史著作一定有更新的面貌。这就更

体现了冯契自觉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

研究中国哲学史。

要而言之，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

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自觉选

择哲学元理论指导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另一

方面是哲学研究活动中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

的考察是同时或交替进行的。

三、“史”“论”结合研究中国哲学史

的主要体现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方面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留下了丰厚的成果。除了撰写《中国

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

进程》两种著作外，他还主编了上、下卷的《中

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在撰写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或教材中，冯契

都坚持了“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史”“论”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

神诠释中国哲学史，是冯契所著中国哲学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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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特征。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一门开宗明义地说：“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用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

逻辑发展，以求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一

项有待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重要工作。”[7]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主要

体现在冯契将社会实践当作哲学的源泉。他指出：

“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

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同其他意识形态和科学一

样，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主要指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的源泉。

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分析

历史上哲学思想的指导线索，另一方面又必须考

察具体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两者

结合起来，研究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7]2-3 在冯

契看来，和别的意识形态都有自身的相对独立发

展相同，全部哲学体系都是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

对先驱者留下的思想资料研究的成果。但是，这

些思想资料怎样演变与发展，最终由经济关系决

定。他援引了恩格斯写给康 •斯米特信中的一段话

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

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

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7] 冯契认为，经济关系、

阶级关系决定哲学的发展是通过政治思想、伦理

思想等中间环节实现的；此外，哲学有它的自然

科学基础，与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研究

哲学史时，必须探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

同哲学派别的争论以及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

他指出：“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

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

基础上，统一于社会实践。”[7]4 将社会实践当作

哲学的源泉，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立场。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

还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界定上。在冯契看

来，哲学的形成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实践的推动，

另一方面是哲学的相对独立发展，即历史上哲学

体系的辩证发展。据此，他将哲学史的定义界定为：

“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

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7]11-12 将哲学

史理解为人类认识史，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解

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

体现。

（二）以“智慧”说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学术旨趣在于

论证“知识”与“智慧”不是割裂的，而是有内

在联系的，知识可以提升为智慧，实现“转识成

智”。冯契所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

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在诠释中国哲学史时坚

持了“智慧”说即知识和智慧统一的学术立场。

这里只考察冯契怎样以知识和智慧相结合的学术

立场诠释庄子的哲学思想。

首先，以知识与智慧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庄子

的“天人”之辨。冯契指出，在“天人”之辨上，

庄子比老子更彻底地否定了儒家、墨家的人道原

则，将自然原则推崇到了极致。庄子以为，牛马

有四条腿，是天生的；而给马拴绳子、给牛穿鼻

子，是人为的。强调不要以人为的东西损害天性，

不要因刻意追求而违背自然规律，不能将从自然

获得的天性去给社会的名分殉葬。在庄子看来，

自然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而人为的所有东西

都是丑陋的。冯契指出，孟子以为仁义源于天性，

庄子则认为仁义摧残天性。庄子在《骈拇》中认为，

仁义不是出于人的情感、意愿；自从虞舜推崇仁

义扰乱社会开始，人们都为了行仁义而亡命奔波。

这就是用所谓的仁义去改变自己的本性，与给马

拴绳子、给牛穿鼻子没有什么区别。孟子虽然把

感性称为“小体”，但认为这是人的天性，值得

肯定。因而，他赞美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师旷那

样高超的欣赏音乐的听力、公输盘的出神入化的

木工技巧。而庄子认为人为的声色巧利只会起破

坏性的作用，主张堵塞师旷的耳朵、胶粘离娄的

眼睛、折断公输盘的手指。他还以为世俗将殉仁

义的称为君子，将殉货财的称为小人，这是不对

的。实际上，君子与小人、伯夷与盗跖，两者所

殉的对象不同，但对人性的破坏却是相同的 [7]211。

在这里，庄子对自然和人为关系的体认是知识形

态的认识论；但得出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结论

却是价值判断，属智慧形态的认识论。也就是说，

冯契同样是从知识和智慧结合即“智慧”说的学

术立场诠释庄子的“天人”之辨。

其次，以知识和智慧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庄

子的“名实”之辨。冯契以为，从“名实”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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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庄子对于以概念为基础的人的认识能否如

实反映变动不居的世界这样一个认识论的根本问

题作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回答。冯契以为，在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相对主义一般是作为独断论

的对立出现的。从认识形式看，独断论可以分为

以墨子为代表的经验论的独断论与以孟子为代表

的唯理论的独断论。对于这两种形式的独断论，

庄子都因不赞成而加以批判，理由是人的感性经

验和理性认识都不值得信赖。他以人和动物有不

同的味觉、色觉偏好得出没有确定的“正味”“正

色”。换言之，色、味的“正”“邪”是依赖于

认识主体的感觉经验而决定的，但主体的感觉经

验多种多样，所以色味的“正”“邪”没有客观

标准 [7]214-215。在这里，庄子关于人和动物有不同

的味觉、色觉偏好的认知是知识层面的认识理论，

而由此出发得出的否定“正味”“正色”的结论

受相对主义方法的指导，带有“智慧”的特征。

换言之，冯契从知识和智慧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

了庄子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的解答。同

样，冯契对庄子关于是非、善美的界限没有办法

辨明的诠释也体现了知识和智慧的统一。对是非、

善恶内涵的界定是知识层面的认知，而对它们的

判定则受社会历史条件、伦理规范的制约，带有

具有形而上智慧的特征。

再次，以知识和智慧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庄子

关于逻辑思维不能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观点。“名

实”之辨既然涉及认识论，就会涉及逻辑学，因为

“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

结论”[8]77。冯契指出，在逻辑发展史上，没有产

生过相对主义的逻辑学，但以相对主义态度看待

认识过程却是存在的。这集中表现在庄子对“言”

和“意”能不能把握“道”，也就是逻辑思维能

不能把握世界统一原理与宇宙发展法则这两个问

题所提出的诘难。在这里，庄子拓展了《老子》

的质疑，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责难：抽象的名言（概

念）不能把握具体的对象；静止的概念不能把握变

动不居的对象；有限的概念不能把握无限的对象。

冯契以为，庄子的这三个诘难尖锐地提出了概念、

名言能不能把握宇宙整体发展规律的问题，揭露了

逻辑思维中具体和抽象、静止和运动、有限和无限

的矛盾。庄子根据这些内在矛盾得出怀疑论和不可

知论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然而他的诘难，揭露

了逻辑思维的矛盾，暴露了问题，就是很大的贡献，

因为只有揭示逻辑思维中的矛盾，提出问题，才能

推动人类思维活动的发展。它激励之后的哲学家为

解答这些责难而重新探索，寻找新的答案。冯契将

庄子的三个责难解读为抽象与具体、静止和运动、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这是从知识层面作出的诠释。

而将三个责难诠释为逻辑思维能否把世界的统一

原理和发展法则，这涉及了形而上的天道，又显然

是从智慧层面作出的诠释。

（三）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我国哲学界

在探讨中国哲学史时，基本上采取“对子结构”

或“板块结构”的诠释范式。“对子结构”就是

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表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斗争的历史；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过程

中又穿插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唯物主义

者往往持辩证法立场，而唯心主义者又往往持形

而上学立场；“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对子结构”

推向极端，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斗争史。杨荣国主编、人民出

版社 1973 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是以“对

子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作。其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哲学史的对象或定义全面、

系统体现了唯物与唯心斗争“对子”结构的诠释

范式。其二，它的各章都以包含斗争或论争的命

题为标题，将“对子”结构普遍化。其三，在探

讨先哲的哲学思想时，刻意将它们置于唯物与唯

心斗争“对子”结构上。

“板块”结构的诠释范式就是在诠释中国哲

学史的展开过程中，依照西方哲学史的结构框架，

将中国先哲的学术思想划分为本体论（自然观）、

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比较固定的几大板块。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就

带有明显的“板块”结构范式特征。《中国哲学史》

上册在考察王充的哲学思想时，设计的二级标题

为“战斗无神论者王充的哲学思想”；考察的具

体内容为：“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对天人感应论的否定，“疾虚妄”“重效验”的

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圣人神而生知论的否定，

“殊气相革”的朴素辩证法和自然命定的形而上

学的矛盾，“汉盛于周”的历史进化观和“百代

同道”的历史循环论的矛盾。不难看出，它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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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

观等内容。《中国哲学史》下册在探讨王夫之的

哲学思想时设计的二级标题为“总结和终结宋明

道学的王夫之哲学”，涉及的具体内容为：“太

虚一实”“理依于气”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太

虚本动”“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能必副所”“行

可兼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理势合一”“即

民见天”的进步历史观。这里更明显地涉及本体

论（宇宙观）、方法论（发展观）、认识论、历

史观等内容。该书在探讨哲学史上其他学者的哲

学思想时，基本上采取了“板块”结构的诠释范式。

冯契在诠释中国哲学史时，摈弃了“对子结

构”，突破了西方哲学翻版的“板块”结构，采

取“螺旋式圆圈结构”。冯契以为，哲学史诠释

过程中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指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

的一致。它主张哲学史从何处发端，思维进程就

从何处发端；在考察的过程中，哲学工作者应当

扫除哲学史料中偶然的、非本质的元素，指出哲

学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环节。哲学史研究过程

中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实际上是从哲学史料里清除

掉偶然因素和外在形式，找出逻辑的东西。因此，

逻辑和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显然遵循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立场。冯契确信，哲学家运

用这种方法论原则考察中国哲学史，就容易发现

哲学史的展开体现了人类认识的矛盾运动：“哲

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是矛盾，某个矛盾的产生、

发展、解决了，另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经过发

展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在循环往复中前进的

过程。这样的过程，就表现为黑格尔、列宁说过

的近似于一串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8]18

人类的认识发展过程以螺旋形的上升曲线呈现出

来，是由于客观事物内部充斥矛盾；而人们在认知、

掌握它们时，常常是甲考察了矛盾的这一方面而

乙却考察了矛盾的另一方面，只有经过彼此意见

的争论、观点的批判和实践的检验才能达到比较

正确、比较完整的认识。一个具体矛盾的解决就

体现为一个圆圈的展开，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内

部矛盾的不断解决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

产生新的矛盾。而新的矛盾的解决又需要经过意

见的争论、观点的批判、实践的检验，又会以一

个新的圆圈呈现出来。但这一展开过程不是简单

地重复，而是经过又一次意见的争论、观点的批判、

实践的检验，人们的认识在新的高度达到了一致。

冯契以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

三个大的圆圈，分别以荀子哲学、王夫之哲学和

毛泽东哲学的形成为标志。对此，他作出了非常

简明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中国古代哲学开始于

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天人’、‘名实’

关系问题，由荀子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

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

复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

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

‘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由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

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的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

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完成了又一个圆圈。”[8]19

以上两个圆圈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要历

程，而第三个圆圈则勾勒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

历史发展。第三个圆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推

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中心问题。

正因为冯契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智

慧”说的立场、螺旋式的圆圈结构说诠释中国哲

学史，才使得他撰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哲学史著作

终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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